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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愈《听颖师弹琴》一诗，摹写的是琴声还是琵琶声是音乐文学史上一桩公案。以欧阳修、苏轼

为代表的嘲韩派认为韩愈所写是听琵琶诗，以义海、“善琴者”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挺韩派则认为韩愈所写

就是琴诗。双方争论涉及到琴的正声与别调、琴与琵琶等弹弦乐器的共性与个性、琴诗与琴声琴技关系等话

题，进而上升到诗歌与器乐、音乐关系问题，在几百年间的谈论中，愈辩愈清，至今仍能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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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元和十一年 ( 816) 创作的《听颖师弹琴》，与白居易于元和十年 ( 815 ) 创作的 《琵琶

行》，分别作为描写琴与琵琶的经典之作而享誉当时与后世。然而 250 年后，欧阳修与苏轼却对韩愈

《听颖师弹琴》描摹的是琴声还是琵琶声提出异议。苏轼熙宁五年 ( 1072) 作《听贤师琴》一诗，自

注云: “欧阳公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 余以韩愈《听颖师琴》答之。公言此诗固奇丽，然自是听琵

琶诗，非琴诗。余退而作杭僧惟贤诗，诗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为恨。”① 当时欧阳修刚刚去世，

苏轼 37 岁。苏轼还曾将韩愈此一琴诗隐括为听琵琶之词，以表示对欧阳修观点的支持。② 从此，人

们对韩愈琴诗的争议一直持续到明清，形成了一桩音乐文学史上的著名公案。
两宋时期蔡绦《西清诗话》、许 《彦周诗话》、吴曾 《能改斋漫录》、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

等等诗话笔记，元明清时期不少文章都记载或转载了欧苏之论，并增加了他人和作者自己的许多见解

观点，或支持欧苏，或反对欧苏，而支持与反对的角度、视点又都颇不相同，形成了嘲韩派和挺韩

派。嘲韩派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认为韩愈所写的听琴诗，并未写出琴声特色，令人读起来如同听

琵琶，明人张萱等支持欧苏等人观点，清人由此还引伸出韩愈琴诗所写是 “三分琵琶七分筝”③ 的说

法; 挺韩派则以琴僧义海、许、吴曾以及吴曾提到的“善琴者”、晁补之、洪庆善等人为代表，他

们认为韩愈琴诗就是琴诗，并从不同角度论证，清人何焯、薛雪等也属于此派。
嘲韩派与挺韩派都观点鲜明，但是两派的论据与论证角度，以及两派成员各自的论据与论证角度

都不相同，牵涉到对古琴“正声”与“间声” ( 别调) 的认识问题，古琴与琵琶、筝等弹弦乐器的

表现性能之共性与特性问题，还有古琴的弹奏技巧与诗歌的表现功能意义问题等等。不仅如此，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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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由对韩愈琴诗的争议，而上升到对整个器乐诗的争议，上升到对诗歌与器乐关系问题的讨论。

一、嘲韩派之立场: 文人琴之 “正声”

据苏轼《听贤师琴》自注，对韩愈琴诗首先提出异议的是欧阳修。然而欧阳修虽有不少谈琴论

琴的诗文，但现存的诗文中却没有谈及韩愈此诗的言论，① 因此有人怀疑此异议并非欧阳修提出，如

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一《韩文》云: “《听颖师弹琴》一诗，盖奇作也。或者妄托文忠

公，以此为听琵琶之诗，既议韩公又诬欧公。”何焯 《义门读书记》卷三十 《听颖师弹琴》也云:

“题注载，六一居士以为此只是琵琶云云。按必非欧公语。”可是苏轼与晚年欧阳修过从甚密，因此

在其过世前后记录二人偶然间的 “闲话”，应可信，只是因无第三者在场，苏轼之语显得孤立无援。
苏轼在与欧阳修问答之际，还持有韩愈琴诗为古今第一琴诗的观点，但受欧阳修 “点拨”之后，

则成为欧阳修的忠实支持者，并多次宣扬欧阳修的观点。
欧、苏为什么说韩愈听琴诗是听琵琶诗呢? 他们的根据何在?

欧阳修对“琴”的理解，早年到晚年有所变化。他早年强调琴的济世功能，比较欣赏跌宕起伏

甚至激越轩昂的琴声: “经纬文章合，谐和雌雄鸣。飒飒骤风雨，隆隆隐雷霆。无射变凛冽，黄钟催

发生。”② 而到了晚年，他更强调琴的自娱与自适功能，也更欣赏琴的古淡疏越、平和清幽的风格。
因此，当他晚年审视韩愈琴诗时，诗中所写的那种大起大落、变幻多端的乐声，就觉得无论如何也不

应该是“琴”所奏出，而只能是“琵琶”这种乐器才能表现的了。这可能就是欧阳修对韩愈琴诗提

出异议的根据。苏轼以《听贤师琴》来表明他对欧阳修判断的理解: “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

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③ 在一系列关于琴声的典故中，苏轼对 “贤师”之

琴声的感受是温平清亮，他认为这是琴声的正宗，也是听琴诗与听琵琶诗的区别。苏轼对琴之 “正

声”有更为明确不变的认识，他在多首诗中都表明他对琴声的看法与审美标准:

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破世已忘。千年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世人不容独反

古，强以新曲求铿锵。微音澹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簧。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
(《舟中听大人弹琴》)

至和无攫醳，至平无按抑，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听僧

昭素琴》)

苏轼始终将“古意”、“微音澹弄”、“至和”、“至平”视为琴之 “正声”，并将其发扬光大为士

大夫文人主流的古琴意识。“文人琴”从此像文人画一样日益发展。根据欧阳修和苏轼对古琴的理解

和审美标准推断，他们提出的韩愈琴诗并非琴诗，实际指琴诗所描写的琴声，绝非琴之 “正声”。
欧、苏“异议”的“潜在”论据，得到明人张萱的发明。张萱《疑耀》卷七《颖师弹琴诗》云:

余有亡妾善琴亦善琵琶，尝细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谬、而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乐，音

主和平，若如昌黎诗儿女相语，忽变而战士赴敌，又如柳絮轻浮，百鸟喧啾，上不分寸，失辄千

丈，此等音调，乃躁急之甚，岂琴音所宜有乎? 至于结句“泪滂满衣、冰炭置肠”，亦惟听琵琶

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令人之至于悲而伤也。故据此诗，昌黎固非知音者，即颖

师亦非善琴矣。
张萱从当时琴与琵琶的演奏实践所体现的 “琴乃雅乐，音主和平”出发，认为韩愈琴诗所表达

的“躁急”“悲伤”情绪与琴之雅乐正声不符，而支持欧、苏观点。清人张英 《文端集》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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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素堂文集》九《杂著·聪训斋语》又将此种论点演绎得更为透彻:

昌黎《听颖师琴诗》，有云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忽然势轩昂，猛士赴战场”，又云

“失势一落千丈强”，欧阳公以为琵琶诗，信然! 予细味琴音如微风入深松，寒泉滴幽涧，静永

古澹，其上下十三徽，出入一弦至七弦，皆有次第，大约由缓而急，由大而细，极于和平冲夷为

主，安有“昵昵儿女”忽变为金戈铁马之声? 常建 《琴诗》: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

七弦遍，万木沉秋阴。能令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徽黄金。”真可谓字字入

妙，得琴之三昧者。味此，则与昌黎之言迥别矣……大抵琴音以古淡为宗，非在悦耳。心境微有

不清，指下便尔荆棘，清风明月之时，心无机事，旷然天真，时鼓一曲，不躁不懒，则缓急轻重

合宜，自然正音出于腕下，清兴超于物表……未深领斯妙者，自然闻古乐而欲卧，未足深论也。
从宋代到明清，随着“文人琴”观念的发生、发展，嘲韩派的论点论据日渐明晰，他们将清微

淡远、和平古拙定为琴的“正声”或本色、主流风格，并据于此断定韩愈所描述的琴声非 “琴乐”。

二、挺韩派之辩驳: 琴诗与琴声、琴技关系探讨

最初反对欧苏之说而力挺韩愈琴诗定为琴诗的，是琴僧义海。蔡绦的《西清诗话》记载:

或以问海。海曰: 欧阳公一代英伟，何斯人而斯误也?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轻

柔细屑，真情出见也;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精神余溢，耸观听也; “浮云柳絮无根蒂，

天地阔远随飞扬”，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 “喧秋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颖孤绝，不

同流俗下俚声也;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皆指下丝声。
义海是通过分析韩诗描写琴声内涵确定之所指，以证实韩诗表达出的是琴具有的独一无二的

“妙处”。他的关注点是诗句所传达的琴声效果、印象以及情绪、精神内涵。他对琴诗的诗意阐释无

疑是精准的。然而义海并未抓住欧、苏嘲韩的关键所在。欧、苏作为诗人并非不懂韩诗每句所表达的

意思，也并非不理解韩诗中颖师琴声的精神风格。欧、苏称赞此诗已极 “奇丽”，然而诗句描摹的琴

声如果越“奇丽”，那就离琴声之古淡越远。因此尽管义海力挺韩诗，并准确地阐释出韩诗诗意，但

其阐释却从一开始就弄反了方向，不仅不能反驳欧苏的观点，反而给欧苏提供了证据: 因为从 “轻

柔细屑”忽然变为“耸观听”，又从“纵横变态”继续发展到“起伏抑扬”，这种大起大落、大开大

合的声调与情绪，在欧、苏看来，不应该是古琴，而是琵琶。
吴曾等人是支持义海的挺韩派，但他们的论据与义海不同:

余谓义海以数声非琵琶所及，是矣; 而谓真知琴趣，则非也。昔晁无咎谓，尝见善琴者云: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为泛声，轻非丝、重非木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为泛声中寄指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为吟绎声也。“失势一落千丈强”为历声也。数声琴中

最难工。洪庆善亦尝引用，而未知出于晁。是岂义海所知，况西清耶?①

吴曾以及文中所云的晁补之、洪庆善的说法，还有许相似的说法② 都是从 “善琴者”得来，

他们都是“善琴者”说法的拥护者。“善琴者”等与义海不同，他将韩愈琴诗的诗句句意落实到弹琴

所用特殊指法、手势、技法所产生的声音上，用了 “泛声”、“泛声中寄指声”、“吟绎声”、“历声”
( 许称为“顺下声”) 四种弹琴者才熟知的专业术语，以说明韩愈诗歌的确表达的是琴乐而非琵琶

乐。后世也有支持“善琴者”等人的观点，如清人薛雪曰:

颖师弹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写入神。乃以 “昵昵”二语为似琵琶。则 “跻攀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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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除却吟猱绰注，更无可以形容。琵琶中亦有此邪?①

薛雪又加上了后世常用的弹琴技法 “吟猱绰注”以说明琴诗描述的准确性。术语的引用，使得

他们的论证显得颇为专业。将诗句落实到弹琴技法上，固然可以证明所弹是 “琴”，但这种个人感受

性的“落实”，却似乎缺乏学理性或推理性依据，韩愈果然描摹的是善琴者所说的 “四声”? 那么颖

师所弹不是一只或几只完整的琴曲，而只是四种指法手势或技法表演? “四声”果真是古琴所独具而

其他弹弦或弹拨乐器所无? 若是古琴独具，为何只有颖师才弹得出而其他善琴者均不能掌握? “四

声”果然是古琴“最难工”的声音，难道其他琴人都不能掌握? 韩愈感悟并描摹的就只是 “四声”?

其他赏琴写诗者也多是 “善琴者”如欧阳修、义海，就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其实已有人对 “四声”说提出异议，譬如清人何焯 《义门读书记》卷三十 《听颖师弹琴》即

云: “按义海之云，固为肤受; 洪氏所载，则此数声者，凡琴工皆能，昌黎何至闻所不闻哉? ‘失势

一落千丈强’，与历声尤不肖，真妄论也。”何焯也属于挺韩派，但他却反对义海以及吴曾、洪庆善

等人的论据。他认为“四声”并非古琴弹奏者 “最难工”之声，而是普通 “琴工”均可弹奏出的声

音，其所用技法并不难。那么如此普通的技法，并非颖师所独有，韩愈何必费力描摹呢? 尤其是

“失势”一句，表现的并非古琴的“历声”，那么其他三句可能也并非真正摹写的是善琴者所说的三

声。由宋至清古琴的技法以及声音，有传承有变化，何焯所云，可能是因为清代弹琴技法有了变化，

与宋代不同，但潜藏的意思其实是说 “善琴者”等人所言诗句与技法的对应关系，并不那么准确。
善琴者、晁补之等人的“四声说”或技法说，仅貌似专业。“善琴者”懂得 “琴”的技法，却

不懂得“琴诗”的诗意，将诗句与具体琴技对应，不免有过度阐释诗意之嫌，不可令人完全信服。
挺韩派的两种论证，都未能抓住嘲韩派之所以嘲韩的关键立场，因此显得辩驳无力，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但他们的多向辩驳却提出了器乐诗相关的其他问题。

三、错位的交锋: 观点的对峙与辩驳的交叉

嘲韩派与挺韩派虽观点针锋相对，但无当面和正面交锋，所以论证方向、焦点或锋芒有些错位。
首先，挺韩派的义海，没有找到欧苏等嘲韩派的立场与论据所在，所论有些无的放矢。他们的争

论焦点应该是琴的正声与间声关系，但因欧苏观点没有表明，义海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反驳显

得无力。义海其实已经接近了欧苏的 “问题”，但是却没有将他自己的 “立场”述说明白。
义海是太宗朝琴待诏朱文济之弟子慧日夷中的弟子，② 他的辩驳代表了一部分宋代宫廷琴师以及

琴僧观点，与欧苏等代表的文人对琴的理解有所不同。很显然，义海与欧苏一样感受到韩愈琴诗传达

出了琴声的精神与风格，但与欧苏等人不同的是，义海非常赞赏并且认为只有 “琴”才具备这样独

一无二的精神与风格。虽然沈括说 “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
但义海对琴的理解，绝非“意韵萧然”所能概括。颖师 “纵横变态”、“起伏抑扬，不主故常”的琴

声，是与“意韵萧然”相反的风格，而义海却能接受欣赏。与义海同师夷中的另一琴僧知白，曾为

欧阳修弹奏《平戎操》，欧阳修对其作为僧人却弹奏充满杀伐之气的 《平戎操》有些不解，③ 可知在

北宋以欧苏为代表的文人与以义海、知白为代表的琴僧，对琴的风格与表现力有不同的理解。
实际上，韩愈所写颖师的大起大落的琴声，至迟在中唐，已经属于 “间声”、 “别调”或另类。

中唐的乐坛正如白居易所言 “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④ 古琴在当时乐坛已经十分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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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听平戎操》，载《欧阳修全集》，北京: 中国书店，1986 年影印版，第 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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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琴寥落的主要原因是白居易所言: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① 由

此可知，造成古琴不再盛行的“古声淡无味”，正是当时古琴的主流风格。而颖师所弹的古琴，无论

在韩愈还是在李贺的笔下，② 都不是如此“古声淡无味”的。颖师所弹之琴，应是当时琴坛上崛起的

新兴琴风，是“古声淡无味”的反动，因此引起了韩愈、李贺等人的关注。南宋俞德邻 《佩韦斋集》
卷十八《辑闻》就关注到这一点:

韩退之听颖师琴诗，极模写形容之妙，疑专于誉颖者，然于篇末曰: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

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其不足于颖多矣。《太学听琴序》则曰: “有一儒生抱琴而

来，历阶而升，坐于尊俎之傍，鼓有虞氏之南风，赓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优游怡愉，广厚高明，追

三代之遗音，想舞雩之咏叹，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尝有“推手遽止之”之意? 合诗

与序而观其去取较然，抑又知琴者本以陶写性情，而冰炭我肠、使泪滂而衣湿，殆非琴之正也。
俞德邻通过韩诗与韩序的比较，认为韩愈已经意识到颖师所弹非琴的 “正”声。还有更多的人

指出颖师所弹、韩愈所形容的是琴声之 “别调”，明人陆时雍 《唐诗镜》卷三十九 《听颖师弹琴》
即云: “倔强低昂仿佛略尽，然此非高山流水之音也。将令阳春白雪，俱作楚宫别调耳。”也已经体

会到颖师琴声的“倔强低昂”之“别调”特色。
古琴在唐代以前还不是 “古声淡无味”的世界，尤其在汉魏时期，古琴的表现力极强，譬如嵇

康临行前所弹的《广陵散》，就是“慷慨激昂与怨恨凄感交织，抑郁性情绪与抗争性情绪交织，有杀

伐之气，与中正和平清微淡远之意境相反”。朱熹《朱文公文集·紫阳琴铭》云: “琴家最取 《广陵

散》操，以某观之，其声最不平和，有臣凌君之意。”嵇康的 《琴赋》中有一节就摹写出 “最不平

和”的琴声，并对韩愈琴诗产生影响:

方世举曰: 嵇康《琴赋》中已具此数声。其曰 “或怨沮而踌躇”，非 “昵昵儿女语”乎?

“时劫掎以慷慨”，非“勇士赴敌场”乎? “忽飘飖以轻迈”、“若众葩敷荣曜春风”，非 “浮云柳

絮无根蒂”乎? “嘤若离鹍鸣清池，翼若浮鸿翔曾崖”又 “若鸾凤和鸣戏云中”，非 “喧啾百鸟

群，忽见孤凤凰”乎? “或参谭繁促，复叠攒仄， ( 从横骆驿，奔遁相逼) 拊嗟累讃，间不容

息”，非“跻攀分寸不可上”乎? “或乘险投会，邀隙趋危”、 “或搂擽捋，缥缭潎冽”，非

“失势一落千丈强”乎? 公非袭《琴赋》，而会心于琴理则有合也。③

方世举将韩诗的源头追溯到嵇康赋，可见二者在琴声描摹上的对应关系，也可知颖师所弹，继承

的是汉魏琴音传统，而非同时期白居易所听到的和平之音。
先秦以至汉魏六朝时期，古琴流行于各个社会阶层，题材内容广阔多样，能表达丰富的情绪，而

到了唐宋，尤其进入宋代，古琴只在宫廷、士大夫文人、僧人道人中流行，其题材与情绪都趋于狭窄

与单调。宋代是士大夫文人琴复兴或 “重建”的时代，欧、苏等北宋士大夫文人在白居易所云的

“古声淡无味”的基础上，有意确立文人琴之“琴乃雅乐，音主和平”审美标准，而在此标准形成之

际，义海、“善琴者”以及晁补之、洪庆善、吴曾等人，可能尚未意识到或尚不能接受这个标准，因

此也没有理解欧、苏等人的用意，没有针锋相对提出他们的反对根据。“文人琴”的审美观念，到南

宋及元明清，已经发展成古琴的绝对主流，更多的人站在 “文人琴”的立场上，将欧苏的观点日益

阐明，而很少有人指出古琴还有另外一种先秦汉魏视作正声而唐宋渐视为别调的传统。
嘲韩与挺韩之争，本质上是正声与别调之争，但是因为能够接纳包容 “别调”的挺韩派之立论

一直比较含混，所以双方的交锋从一开始就有些错位，致使真正的焦点被遮蔽。其次，双方的焦点还

集中在琴乐为何似琵琶乐、琴与琵琶等弹弦乐器有无共同之处等问题上，这牵涉到的其实是古琴、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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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等不同器乐的表现性能及其关系。
琴与琵琶是不同的乐器，无论外形还是演奏技法、演奏出的音质音色，区别十分明显，因此即便

对于稍有传统器乐常识者而言，两者的区别都是不言而喻的。嘲韩派与挺韩派自然明白这一点，只是

挺韩派更强调“琴”的独特性，强调韩诗所写之声为 “琴”所独具而其他器乐所无。而欧、苏等嘲

韩派则恰好相反，强调韩诗所写并非琴声独具而是琵琶也可有之声，指出琴与琵琶其实有不少共性。
古琴、琵琶以及筝等同属于弹弦或弹拨乐器，这类乐器在弹奏手法以及声音上，除了各具个性

外，的确还具有不少共性，因此三者常常彼此涵盖，很难完全区分开来。《唐国史补》卷下云: “于

司空尝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曰: ‘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声，绝无琴韵。’”这段话

虽是贬低弹琴者的水平而赞扬听琴者的标准，但人们从中也能断定“则琴声中，诚或有似琵琶者”，①

“琴中固备有筝、琶之声”。②

弹弦或弹拨乐器的共性，连低水平的弹奏者都难以弹奏出其区别，而颇具欣赏能力的听者，甚至

能从琴声里听到筝、琵琶声，因此普通的听众，如果不熟悉乐器又不亲见弹奏的人，就更是无法辨别

其声音所自所属了。这些共性，正是欧、苏等嘲韩派认琴声为琵琶声的立论基础。
此外，尽管琴与琵琶都属于弹弦或弹拨乐器，但琵琶却一直被文人视为 “俗乐”，不可与古琴同

日而语。流行于文人阶层外的琵琶，有着不同甚至相反于古琴的审美标准。从白居易 《琵琶行》所

描摹的琵琶乐可知，情绪大起大落、音节急促变化是中唐十分流行的琵琶 “正声”。《蔡宽夫诗话》
云: “乐谱琵琶曲有转关、六幺，其声调闲婉; 又有护索、梁州，其音节闲繁。”诗话所云的闲婉、
闲繁，后世称之为文曲、武曲，而“闲繁”的武曲其实一直是琵琶的 “正声”，也是琵琶以及羌笛、
秦筝之类“俗乐”远比古琴盛行的重要原因。③

赵抟《琴歌》云: “琴声若似琵琶声，卖与时人应已久。”当颖师的 “琴声确似琵琶声”时，无

疑符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却离文人的趣味更远了。嘲韩派从韩诗中正看到了这一点。琵琶以及秦

筝、羌笛等流行乐或“俗乐”的 “正声”，却是琴的 “别调”。从这个意义上讲，琴与琵琶的 “正

声”标准虽然相反，但更见其相通之处。嘲韩派的意思是韩愈琴诗描写的是琴的别调、琵琶的正声。
嘲韩派立足于琴之正声，批评韩愈琴诗所写非琴。问题在于以偏概全、以宋律唐，不愿意接纳琴

的多样风格、承认唐代还存在颖师那样的琴风。挺韩派似乎意识到了古琴正声之外的多种风格，但没

有更深刻的认识与更明确的阐释，因此在关于琴之正声与别调问题上双方没有正面的激烈交锋。
在对琴与琵琶的表现性能上，嘲韩派关注到了二者在弹拨技法与声音的共性以及古琴正声与琵琶

别调之间的相似性，因此其命题或异议可以成立，且有启发性。挺韩派力图寻求琴的独特性，说明琴

与琵琶的区别，但仅从诗意或琴技上论证，没有抓住问题实质。
嘲韩派与挺韩派的共同缺陷是，双方都没有将重心放在韩愈琴诗所写的 “颖师”与 “琴”上:

颖师弹琴的个人特色是什么? 颖师所弹的是什么琴曲? 是一首还是两首、多首? 这首或这些琴曲本身

具有什么特点? 双方都不曾关注这些问题，没有把韩愈琴诗当作器乐诗的一种独特个体来对待，而仅

凭各自的欣赏、阅读经验以及个人既定标准来判定，显得过于武断。

四、双方辩论的升级: 诗歌能否表现器乐?

无论是嘲韩派还是挺韩派，立足点都是琴诗———器乐诗之一，他们应该说都比较相信诗歌能够表

现器乐，尤其是挺韩派，认为诗歌有时能够准确无误地表现器乐，如韩愈琴诗，而嘲韩派虽认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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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音乐会有偏差亦如韩愈琴诗，但也相信诗歌可以表达器乐，欧、苏等人都试图创作新的器乐诗，

来证明器乐诗可以准确表达器乐，然而就连苏轼自认为所写的真正琴诗，也被义海嘲笑为非琴所独

有: “东坡后有听惟贤琴诗‘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

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温和且平，廉折亮以清，丝声皆然，何独琴也? 牛鸣盎中雉登木，概言

宫角耳，八音皆然，何独宫角也。闻者以海为知言。”①

的确，琴与琵琶、筝等同类乐器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而以表现各种乐器为主的器乐诗，作为

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载体或媒体，又经过了 “听者”的重新创造，能否表现器乐的各自特点? 也就是

说诗歌能否表现音乐?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评古今琴诗》在列举了唐、宋诗人大量器乐诗之后，提出

诗歌不能准确表达器乐的观点:

古今听琴、阮、琵琶、筝、瑟诸诗，皆欲写其声音、节奏，类以景物、故实状之，大率一

律，初无中的句，互可移用。是岂真知音者? 但其造语藻丽为可喜耳……永叔子瞻谓退之听琴乃

是听琵琶诗，僧义海谓子瞻听琴诗丝声八音宫羽皆然，何独琴也。互相讥评，终无确论。如玉溪

生《锦瑟》诗云: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亦是以景物故实状之，若移作听琴、阮等诗，谁谓不可乎?

胡仔认为唐宋大量的器乐诗，都没有表现出不同乐器的不同特点，因此器乐诗只有诗歌语言

( 造语藻丽) 的意义，对器乐、音乐领域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价值。胡仔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嘲韩

派以及义海嘲苏轼等———诗歌表现器乐不够明晰有别之说———的进一步发展。
的确，同类乐器在表现性能、演奏以及乐曲上，常常具有相同或相通之处，这无疑会造成听者在

听觉上的一些混淆。而器乐诗作为听者的再创造作品，又经过了听者的独特感受、情绪、理解、思

考、想象、再创作，因此自然不可能是器乐的再现; 而且诗歌与器乐所用的 “语言”，是两种可以相

通却绝不同质的语言，两种语言诉诸人们感觉是不可重合的，诗歌语言不可能把不同器乐的特殊音质

音色精确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确实不能精准地再现器乐。
但是，作为器乐的听者或欣赏者的诗人，用诗歌语言捕捉并感性化、美化或幻化了器乐的 “声

音、节奏”，将音乐语言转化为诗歌语言，“再造”新的艺术品，当更多的听者不能亲临现场或者器

乐及其演奏者已经消失、无法重现时，再读器乐诗，诗人笔下的 “景物、故实”以及 “藻丽”的词

语，引发出读诗者的亲临感、新感悟、再想象、再阐释等等，又绝非器乐不可再生的短暂生命本身所

能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器乐又需要依赖诗歌而将其保存久远，需要相对长久并广泛流传的诗歌语

言激活或唤醒后人对器乐的重新想象，诗歌因此又成为保存器乐的重要工具，器乐诗对器乐、音乐的

“再造”价值及其存在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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